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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近10年文献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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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国家逐渐放宽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但政策的实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生育意愿作为

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备受重视。通过对国内自2010年以来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回顾发现，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子女数近年

来呈降低后趋于平稳的态势，意愿生育时间逐渐推迟，动机日渐多元化，部分子女性别偏好表现为儿女双全和无所谓的双峰态

势。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响，经济因素尤其重要。 基于综述以期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展望未来，深入了解人们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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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Past 10 Years
YAN Xiao-yu，ZHANG Lv-jin

（Urban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Over recent years，China has gradually relaxed its family plan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decline in the fertility rate of the Chi⁃
nese population. However，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olicies has failed to achieve its desired results. As a factor which influences
birth behaviors，the willingness of giving births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This paper did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uch willingness in
China since 2010 and it finds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residents who want to give birth of children has stabilized over recent years af⁃
ter initial declining. And the intended having birth time has been gradually postponed. While the motivations of having birth have in⁃
creasingly diversified. For gender preference，there is a double-summit tendency: i.e.，having both a daughter and a son in one fami⁃
ly，or having no special preference. This paper noticed that willingness of giving births has been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especial⁃
ly economic factors. The study gain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eople's birth willingness based on a summary of the past re⁃
searches and an outlook into the future with background of Chinese new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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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左右，中国步入超低或极低的生育

率国家行列，中国的人口再生产和人口结构面

临着严峻挑战，超低出生率将对中国未来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人口老龄化和

低抚养比等问题将持续存在并对未来中国人

口发展产生更大压力。我国在2013年之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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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了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更是在2016年

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试图通过引入单独

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一些学者预测我国的生育率将会大大提升，但

从国家统计局数据看，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

万，比2016年的减少了63万，2018年中国出生

人口 1523 万，比 2017 年减少 200 万，而到了

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又较上一年减

少。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并没到达到预期可

观效果。一些学者认为，生育意愿是影响人口

出生和增长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关键的因

素。因此，在新时代，有必要归纳整理以往学

者们对生育意愿进行研究的成果，了解人们生

育意愿的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一、生育意愿及其相关概念

关于生育意愿的概念界定，尽管学者们的表

达不相同，但是，概括起来是类似的，即生育意愿

是人们对于生育这一行为的看法以及态度［1］。生

育意愿的内涵包括生几个孩子、偏好生育男孩还

是女孩以及何时生等问题。大多数学者分析生

育意愿的内涵时涵盖了三个维度的内容：意愿生

育子女的数量、意愿生育时间以及对生育孩子的

性别偏好［2—3］。另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增添了生育

时间和生育动机，将生育意愿维度上升到四

维［4—5］，概念维度得以不断地丰富。

（一）意愿生育数量低于更替水平

意愿生育数量是衡量人们生育意愿最为重

要的方面。国内学者在进行生育意愿调查时通

常会采取一定的指标进行衡量，主要有两种方

式：一是“理想子女数”；另一是“意愿子女数”。

其中以理想子女数最为多见。

侯佳伟等学者比较了1980年至2011年人们

的理想子女数量，以反映中国人口意愿生育数量

的纵向变化趋势［6］。根据理想子女数量的下降趋

势，将其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

当时中国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量为2.13；第二阶段

为1990年代，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0；第三阶段

为2000年到2011年，为1.67。总体上来看，1980

年代至1990年代人们的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呈现

下降趋势，而在2000年后平均理想子女数量在

1.6—1.8之间，维持一个稳定的态势［6］。
表1 1980-2011年中国人口平均理想子女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时间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2011年

平均理想子女数

2.13

1.90

1.67

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查和分析研究

相对较少，多是针对某一特定群体或区域性的调

查。贾志科，风笑天（2015）对江苏南京以及河北

保定两地的城市中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

的二胎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发现被调查者的平均

理想子女数为1.90［7］。张晓青，黄彩虹（2016）对

不同政策下的家庭生育意愿进行比较，结果显

示：山东“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为

1.89；“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为1.80，

二者差异不大，呈现趋同态势［8］。

郑真真（2011）认为，理想子女数作为研究的

重要指标，其可能无法到达理想的衡量水平，尽

管理想孩子数与意愿生育子女数有很大的关系，

但并不代表着两者是完全相同的［9］。此外，风笑

天（2017）指出，学者们通常会采用“理想子女数”

这一指标来衡量人们的生育意愿，但测量结果仅

仅只能够体现出人们对生育的看法，衡量结果的

效度实际上并不高［3］。

（二）意愿生育时间取决便捷性

多数学者在研究人口的意愿生育时间时，采

用生育年龄和生育间隔时间两种指标。

人们的生育年龄会直接影响到个人以及整

个家庭的安排。张银锋和侯佳伟（2016）发现城

市女性人口的平均理想初育年龄25.7岁，较农村

女性的理想初育年龄24.9岁大了0.8。在对意愿

生育时间进行纵向分析时还发现年份对理想生

育年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即人们的理想生育年

龄相对来说较为稳定［10］。

生育间隔是指先后生育子女的时间间隔长

度，它在体现生育时间的特征上有重要作用。学

者们在研究人们的二孩意愿时通常会采取生育

间隔这一指标，因为这不仅要考虑个人因素，还

需要考虑已生育孩子的状况。牛亚冬等人

（2015）调查发现超过80%的家庭认为2-6年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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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生育间隔时间［11］。张丽娜，查程筠（2017）在

“全面二孩”背景下进行的育龄青年生育意愿的

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理想生育两个孩子的最佳间

隔时间为 3.04年［5］。生育间隔的长短不仅与女性

的身体健康有一定关系，还会对夫妻双方家庭的

经济水平造成影响。如果生育间隔时间太短，那

么短期内会因为生育而带来经济压力、工作压力

的增加。适当延长生育间隔不仅有利于妇女产

后身体恢复，而且有利于保证生育子女的质量。

（三）意愿生育性别偏好

生育意愿的性别是指对主观上渴望生育子

女的性别偏好。侯佳伟，黄四林（2014）认为，

“儿女双全”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人主要的子女性

别偏好［6］。王金营，马志越（2019）调查了中国七

个省市的生育状况时，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的被

调查人群倾向于生育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12］。

“儿女双全”既符合传统的价值观念，也符合经

济学边际效用理论，是长期以来一直深入人心

的生育观念。

此外，贾志科，风笑天（2015）选取了南京以

及保定两城市“单独夫妇”作为调查对象，在针对

理想子女意愿的问题上，有超过80%的被访者表

示无性别偏好；在回答有关意愿生育子女数的问

题时，超过70%的被访者表示无性别偏好［7］。对

生育子女性别的无所谓态度代表了新时期的育

儿观念。

根据这些学者的调查结果发现，近年来我国

人口的意愿生育子女性别偏好有着“儿女双全”

和“无性别偏好”双峰态势趋向，表现为传统观念

与新时代观念并存。

（四）生育动机多元化

关于生育动机，有学者用“生育目的”来表

述，生育动机主要是对生育子女的原因进行一种

价值判断，是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深入挖掘。陈滔

（2020）认为，目前人们的生育动机总体表现为两

大方面：一种是以“传宗接代”等为代表的传统家

庭主义导向；另外一种表现为现代个人主义导

向，如养儿防老、巩固家庭地位、维系家庭关系

等［13］。

张建武等人（2013）对广东省1980以后出生

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被调查者的1 孩生育

动机主要是为了顺应了国家政策的推行，其次还

包括注重抚养孩子的质量和生活水平、生活质

量［14］。从总体的角度出发，年轻一代的生育动机

和父辈的生育动机存在差异，后者由于传统文化

的影响强调“延续香火”、育儿防老等生育动机，

而前者更多是出于对子女的培养或个人情感的

追求而选择生育。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二孩”的生育动机单独

进行了分析。张永梅（2018）通过研究得出“知识

女性”生育二孩的内在动机是为了让第一个孩子

“有伴”，相比“知识女性”，其他女性的生育动机

往往是建立在“男孩偏好”上的，表现为“养儿防

老”等传统观念［15］。张建武，薛继亮（2013）选取

了广东省“80”后作为调查对象，在对他们的二孩

生育动机进行分析后发现，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

选择生育二孩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有利的成长

环境和教育环境［14］。

生育目的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的选择，传统的

“养儿防老”观念不再是人们选择生育的最主要

目的。戴金妹等人（2018）对大学生的生育意愿

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大学生今后生育孩子的主要

目的是促进家庭感情，使人生更完整及喜欢孩子

等结论［16］。通过梳理文献发现，新时期下人们的

生育观念有了很大地变化，为了获得完整人生体

验、满足个人和家庭的情感需求、寻求心理安慰

等观念逐渐代替育儿防老、“延续香火”，转变为

人们生育的主要动机［17］。传统的生育动机存在

逐渐减退的现象，人们的生育现多出于满足情感

以及责任需要。

二、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生育意愿不仅仅可以用来表达个人的意愿，

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在某时期的

一种意识和状态。国内现有研究认为生育意愿

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笔者将影响因素归纳为

以下五点：人口特征因素、家庭因素、政策、经济

以及社会文化因素。

（一）个体人口学特征差异产生不同生育

意愿

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

这些特征导致不同个体心理和观念存在差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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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

首先，性别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

张晓青等人（2016）指出在二孩政策下男性比女

性表现出更强的二孩意愿［8］。由于男女性别差异

进而产生的生育意愿差异，主要表现在女性的自

身条件和权益能否得到足够的保障。程雅馨，何

勤（2016）指出女性的自身状况是影响女性生育

意愿的首要因素［18］，首先，女性在选择生育时，不

得不考虑到自己作母亲时的年龄和身体健康状

况，此外，在就业市场上，对女性歧视的现象是存

在的，从怀孕到生育、抚养孩子这一系列过程，可

能会导致女性被职场边缘化，职业稳定性和上升

往往都会受到影响；同样，卿石松，丁金宏（2015）

也指出，由于女性在整个孕期和养育孩子的过程

中，会比男性承担更多的来自生理和心理的压

力［19］。这些由于生育而带来的“幸福的代价”都

使女性和男性在生育意愿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性。

此外，人口学特征中的年龄因素也影响生育

意愿的形成。生育能力与生育意愿呈现正相关

的关系。个人的年龄因素是生育的生理基础，年

龄越大，生育意愿越低［20］。主要是由于女性生命

周期性的特点表现为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女性

的生育能力持续降低，且生育的风险会随之增

加，因此，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受教育程度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生育意

愿。对此学者们有着不同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较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

而言，其生育意愿较低［21］。就女性而言，随着受

教育程度不断升高，她们的理想子女数反而减

少［6］，主要原因表现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生育观

念相对开放，对于孩子的生活质量有着较高的要

求，他们通过衡量发现减少生育抚养孩子的数量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培养孩子的质量；还有一

部分学者通过调查后得出相反的结论，即受教育

程度越高的人生育二孩的意愿也越强，这主要与

背后的经济因素有关，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往往

缺乏相应的经济能力去承担抚养孩子的开支，生

育孩子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经济压力［22］。因此,文

化水平低的人有时会表现出较低的生育意愿。

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时间也存在着关系,受教育程

度高的人毕业时间较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晚，对知

识、学历以及工作事业发展追求热情的较高，会

使他们的生育期变短，生育时间也相对较迟，导

致实际的初育年龄比理想的晚。因此，受教育程

度越高，人们的生育时间越往后推迟［23］。

（二）生育意愿存在家庭代际影响和同代

传递

家庭的习俗传统、家庭规模以及家庭经济状

况都会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

育龄人群在做出生育与否的决定时不仅要

考虑自己的条件，还要考虑家庭成员的支持程

度、家庭规模等都会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产生影

响。就家庭支持态度而言，不仅包括家庭成员是

否可以提供必要的用于养育孩子的各项经济支

持，还包括他们能否在生产前后对孕妇及婴幼儿

提供足够的照料等精神支持。就父母的协助能

力与态度来说，父母表现出越强的支持力度，育

龄夫妻选择生育的可能性越大，特别是与父母同

住的家庭，父母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帮助照

顾孕妇和孩子，减少子辈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

力，从而使得生育意愿提升。牛亚冬，张文斌

（2015）根据调查数据发现，当父母不再有能力协

助照顾子女时，选择不打算生育的为打算生的2

倍之多［11］。若父母身体健康且能够享受到好的

社会保障，这不仅能够减轻子女的经济压力还能

给他们生活提供一些照顾和帮助，使他们有足够

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工作和照顾孩子，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生育意愿。

就二孩的生育意愿来看，子辈生育偏好会受

到成长过程中的家庭人口规模和环境的影响，总

的来说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更倾向于选择生

育二胎［7，24，25］。田立法，荣唐华（2017）认为非独生

子女较独生子女而言更能够切身体会到浓厚的

家庭氛围，所以，他们二胎生育意愿较强［26］，他们

在成年后会构成密集的亲属网络，不论是个人所

感受到的亲情效果还是大家庭的从众心理，都将

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促进作用。可以看出父

辈的生育子女数量对下一代的生育意愿存在正

向作用，生育意愿代际传递现象显著，大家庭的

成员倾向于多生子女构建大家庭，这不仅是观念

的影响，还得益于大家庭可以为生育行为提供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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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支持。

（三）政策因素不再起决定性作用

政策因素并不是生育意愿的决定性影响因

素。1978年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对中

国人口的生育意愿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2013年开始生育政策逐渐放宽，到了2016年国家

提倡生育二胎，这是一项国家应对低生育率及人

口老龄化等问题的积极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的

调整和完善将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怎样影

响？我国未来人口出生数量有何变化？未来人

口发展将是怎样的趋势等等一系列问题备受学

者们广泛关注。朱雅兰，刘凌霜（2019）指出当前

我国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只起到了降低以往

的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27］，李

孜，谭江蓉，黄匡时（2019）分析了重庆市2006-

2016年十年间的生育情况，发现即使不存在生育

政策的限制，理想的生育水平依然无法实现［28］。

徐巧玲（2019）根据中国人口出生率在2011年至

2016年间仅增长了0.1%的情况，得出中国调整生

育政策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论［29］。生育

政策不再是影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一定能够有效激起人们的

生育意愿，全面两孩政策仅能有限的提升我国生

育水平［30］。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作

用并不是决定性的，仍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对

居民生育意愿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

政策因素不仅包括政策制度，还包括社会保

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

往往体现在它能否替代传统的生育观念上。当

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且覆盖全面、实施力度大时，

它往往能够替代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对生育

意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31］。相反，当社会的保

障落实力度不足时，育龄人群会把多生育子女当

作自己的晚年保障。张争光等人（2020）调查发

现由于陕西农村的社会保障落实力度相对不足，

农业户籍育龄妇女较非农业户籍育龄妇女二孩

生育的意愿更高［25］。深入探析社会保障制度对

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往往是以经济因素为根本

而产生的。社会保障对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

具有替换作用，就生育子女的成本与效益之间的

关系而言，当社会福利保障相对完善时，生育孩

子在未来能够带来的效益不足以弥补生育和抚

养的成本，无法满足个人收益最大化的需求，进

而导致生育意愿下降。

（四）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日益重要

经济因素对意愿生育的影响非常明显，甚至

起到了关键性影响作用。朱雅兰，刘凌霜（2019）

指出当前我国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并没有达

到预期的刺激生育效果，究其根本是因为它并没

有抓住低生育意愿背后的经济因素这一根本［27］，

学者们在研究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

意愿时，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工作状况、个人与

家庭的收入、成本与效用问题等等。

工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职业角

色和照料角色之间的背离和冲突。特别是女性，

她们在生育时期会面临收入的持续性、在岗压力

以及就业环境等方面的偏见和压力，而若女性因

生育而导致事业挫败，其无法给家庭带来收入，

长期会对女性的家庭地位带来负面影响［32］。龙

书芹和陈海林（2017）从女性不同的就业状态来

分类分析，认为从事公务员等工作的育龄妇女再

生育的意愿最高，显著高于各类企业员工［33］。究

其原因，公务员相对于企业来说更为稳定，且能

够给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提供保障，而在企业工

作的女性往往会因为生育而被职业边缘化，她们

为了维护工作和追求收入，只能选择推迟或抑制

生育。

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等经济状况对生育意愿

也有较大影响。张建武，薛继亮（2013）在对广东

省1980年代出生人群的生育意愿进行研究，发现

由于农村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家庭在养老方面

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

他们的生育意愿［14］。由收入问题带来的生育成

本问题是现代个人和家庭做未来生育计划时不

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生活成本、照护

成本和孩子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生育意愿会受

到巨大的经济压力的影响。程雅馨，何勤（2016）

依据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市场条件，估算养育

一个孩子的成本超过100万，这对于普通家庭来

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经济负担［18］。随着如今社会

的快速发展，养育孩子所需要投入的财力和物力

抑制了家庭生育意愿。靳卫东，宫杰婧（2019）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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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育成本压力抑制了“二孩”生育政策刺激生

育的效果，是生育意愿降低的关键因素［34］。工

作、收入以及养育成本问题所带来的经济问题严

重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五）社会文化规范潜移默化的影响生育

意愿

社会文化规范指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有一

种社会群体认可的行为规范或者价值引导，让人

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这种规范的内在化，遵循

该规范并作出规范所认同的行为。这里的社会

文化规范指不具有强制性的非制度性规范，如风

俗、习惯等。文化通过思想以及观念等形式渗透

到个人的意愿和社会实践中，对人们的生育意愿

进行规范和引导。

传统的生育文化规范其往往具有历史延续

性，影响的范围是历经几代人的。儒家思想以

“孝”为伦理之根本，强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生育文化规范，“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为家

庭增加劳动力等观念经过长期的积淀，对生育意

愿及生育动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随着时

代发展，教育普及，社会不断流动、传统的“多子

多福”等生育观念逐渐被新的“优生优育”等生育

观念和文化所替代，但所带来的影响作用并没有

因此而消失。

三、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存在差异

生育意愿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人们的

生育行为，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

一问题同样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与关注。

有学者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

进行地区性研究。宋健，陈芳（2010）分别从生育

数量、生育时间以及生育性别三个层面维度对城

市青年的生育行为和意愿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

数量上，理想子女数1.61高于其实际生育的子女

数1.91；时间上，初育年龄与理想初育年龄的差异

不明显，但是，存在的晚育倾向使得初婚与初育

的间隔长于理想间隔；性别上，性别偏好未满足

的城市青年存在较高的计划进行再生育［23］。同

时，邱红燕等人（2019）对银川市“80 后”已婚育职

业群体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进行研究，发现

二者存在差异，表现为意愿生育子女的数量、性

别构成均没有被实际生育行为满足，生育意愿大

于行为［35］。

相对于地区性研究来说着眼于全国性的差

异研究较少，陈卫，靳永爱（2011）利用2001年全

国性的调查数据，指出35-49岁妇女的生育意愿

和生育行为存在相背离的现象。对背后的原因

进行了分析后，认为生育行为大于意愿的主要是

由性别偏好导致的，多生多育是家庭满足孩子性

别偏好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当理想性别结构

未被满足时，家庭会选择继续生育，这与宋健，陈

芳（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年龄越大，生

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差异幅度越大；受教育程

度越高，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幅度越小，同

时生育政策、已生育孩子的状况都对二者的差异

产生影响［2］。虽然该研究范围较广，但是，研究对

象被限定在了已经完成生育的女性群体中，具有

一定的研究局限性。王军，王广州（2016）根据

2010—2013年四次全国性抽样调查原始数据，分

析不同出生年代完成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

育行为之间的差异，得出结论：1946年及以前出

生的人群，终身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这种差

异，从1951至1955出生的人群开始出现转向，即

生育意愿高于实际生育水平［30］。

实际上，取得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较为容

易，而获取其与实际生育行为的差异信息是比较

难的，因为这需要坚持对特定群体进行长期的追

踪调查，而国内这种调查方法较为匮乏，对于获

取二者可比较的信息来说是困难的。因此，学者

们往往会采取一些变通的方法获取生育意愿和

行为的数据进行比较。着眼于二者的差异以及

差距的幅度变化对预测未来人们的生育行为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后发现，子女

性别偏好是否得到实现、已生育孩子的数量以及

职业状况等显著影响着意愿生育与实际生育之

间的差异。人们的生育意愿大于实际的生育行

为是近多年来普遍存在的现象，环境、政策、经济

等多层面的因素影响了意愿生育目标的实现［36］。

四、现有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趋势展望

生育意愿虽然并不等同于生育行为，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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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于学者们预测生育行为来说是个比较好的

方式，它受到来自包括政策、经济、社会文化、个

人与家庭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然而现存生

育意愿的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亟待改善，笔者认为

今后可从以下几点深入：

（一）区分生育意愿形成原因和变动原因之

间的差异

近年来学者们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的越来越深入，不断探索深层次的影响原因。生

育意愿形成是在早期受到家庭、经济、以及社会

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生育

意愿也会有动态性的调整。而现有研究多将生

育意愿的形成原因与变动原因二者统一归为生

育意愿的影响因素，降低了预测未来生育行为的

效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将生育意愿的形成因

素和变动因素加以区分，通过长期的追踪调查及

微观的人口个体调查分析研究生育意愿的变化

趋势。

（二）明确生育意愿具有不确定性

在现有调查中，尤其是针对未婚或无子女家

庭的调查，他们没有明确生育意图，对未来的生

育期望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里的不确定性包

括是否生育孩子以及何时生育孩子，而这种不确

定性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的稳定等，逐渐

变为明确的意向。因此，未来的调查应注意生育

意愿的不确定性及其变动性，在以往采取的“生”

与“不生”二分法中增加“不确定”选项。明确生

育意愿并不是固化的数值，而是不断变动的意

愿。减少意愿测量的不准确性，对未来的生育意

愿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把握好个人生育意愿与家庭生育决策

的关系

现有研究大多注重个人生育意愿，而忽略家

庭的意愿，个人的意愿并不一定与其他家庭成员

意愿相同，而往往实际的生育决策和行为是多种

因素决定的，将个人生育意愿等同家庭生育决策

往往会使调查的效度降低，无法有效预测未来的

生育行为。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合理设计调查方

式，正确处理个人意愿与家庭决策的关系，个人

意愿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背离时最终会产生何

种意愿倾向应当是未来研究重视的问题。

（四）追踪调查队列人群的生育意愿

目前，分析比较不同年度人群生育意愿的调

查很多，但是，采用追踪调查数据的文献很少。

就短期的生育意愿调查来看，政策效果并没有真

正凸显，人们的生育意愿究竟会产生何种变化？

变化特征会如何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实际上

生育意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个体生命周期

的变动以及外部环境的转化，意愿都会作出一定

的调整。此外，多学者采取“目前已生育孩子数”

作为终身生育行为的衡量指标也是不准确的，因

为受调查者可能并没有完成终身生育行为，且目

前的生育意愿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得到实

现，仅通过短时间的调查只能提供回溯性的结

果，没有办法准确预测未来的生育意愿和行为。

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对一类群体进行长

期的追踪性调查，对同一队列人口的生育意愿和

行为之间的关系有个更科学化的比较分析，更为

准确的预测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

（五）加强生育意愿变动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近十年的文献梳理，学者对生育意愿影

响因素进行了多层面的研究，发现经济、教育、文

化等都对生育意愿形成产生了影响作用，经济因

素的影响作用尤为明显，逐渐代替政策成为影响

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但是，各个因素究竟

是如何影响生育意愿的？为何会产生这种影响

结果并没有合理的机制及理论框架解释。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当在宏观的数据分析基础上，进行

微观的访谈和案例分析，深刻剖析具体的生育意

愿变动的原因。研究生育意愿的变动有动态性

和前瞻性的效果，更能够反应人们生育观念和行

为的变迁。

（六）提高生育问题配套政策

人口发展状态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效

果，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可能会持续面临低生

育率问题，因此，在未来进行生育意愿研究时，应

做好生育政策配套的生育福利、社会公共服务以

及教育政策研究，结合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元

性特征，引导政策向民生问题倾斜。例如，加强

女性权益保障，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应加强对

她们的就业保障以及生育保障的研究；完善普惠

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根据人口增长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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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减

轻家庭养育、教育子女成本等负担，形成育儿友

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实现人口

稳健增长。

五、总结

对近十年有关生育意愿的文献进行梳理发

现：首先，学者们的研究总体上以政策为导向，从

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对生育意愿衡量标准的

考虑更为深刻，对“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

进行可信度分析与比较［3，9］，此外，从单纯的生育

意愿分析深入到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异

分析，尤其注重对制约“二孩”生育意愿实现的研

究；其次，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宏观的

政策和经济层面深入到了文化规范层面，从微观

的个体人口学特征层面深入到内在精神和心理

层面。

在未来进行生育意愿的研究分析时，应深刻

认识到生育意愿不仅仅是个人的意愿，同样受到

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应当在结合多层面的

研究领域成果上，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法加

强对某一类群体的追踪调查，深刻把握生育意愿

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科学预测人们未来生育

行为和未来社会生育率变化趋势，有利于丰富对

生育意愿的认知，有效落实合理的生育政策，从

而为生育人群提供健全的生育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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